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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刘　波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

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９０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

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８０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

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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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人生困惑与艰难

抉择之后，一些“第三代”诗人要么选择下海经商，要

么选择去国离乡，一起远离诗歌。然而，还有一些诗

人，则选择留守在诗歌这块理想主义的阵地上，以自

己的持续性写作，来完成８０年代盛大的诗歌景观所

留下的使命，并奏响了契合９０年代个人化写作时代

文学潮流的乐章。与此同时，他们在持续写作的过

程中，也不断产生新的困惑和难题，这正是其在写作

上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三代”诗人们在走向成熟之时，其诗歌创作

与思想探索之路，也在逐渐地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

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先锋诗歌一度因各种论争而引

起了关注，并在稍后网络兴盛的大背景下，又一次有

了复兴的迹象。这些变化与革新，对于在坚守中的

一些“第三代”诗人来说，是成就，也是挑战。

　　一、运动的终结与成熟写作的转型

在１９８６年，徐敬亚组织策划了那场具有革命意

义的“第三代诗人群体大展”之后，“第三代”诗人的

使命意义似乎完成了，他们的写作也终于告一段落。

如今返观９０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们的创作，我们会

发现，尽管论争存在，分歧不断，但诗人们的写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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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不断地走向成熟，这或许才是“第三代”诗人们

在持续性写作中所恪守的经典立场。因此，事隔二
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就会发

现很多关于经典之外的启蒙意义。当然，我们也有
必要回过头来返观“第三代”诗歌的经典价值，这或
许对今后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和参照

价值。

１９８９年，一般都被视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结

束的年份，也被认为是“文化转型时期关键的一年”，

就是从这一年起，中国先锋诗歌基本上终结了８０年
代那种理想主义狂热的氛围，而向着更为理性、也更

具个人化的格局演变。这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
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改革开始真正进入商业时

代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所致。社会进入了商业
化时代，８０年代那种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的现状，

在９０年代遭遇社会环境和诗歌价值观的冲击，诗人

们在“一切向钱看”的潮流裹挟之下，处于一种两难
选择的尴尬境地中。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些诗人抛

弃诗笔，而那些选择继续留守在诗歌现场的“第三
代”诗人，也面临着一个创作上的转型阵痛。

的确，“第三代”诗人在８０年代的创作，虽然是

开创了中国先锋诗歌新浪潮的风气之先，但诗人们
在青春期激情支配下的创作，不免带有浓烈的实验

和即兴色彩，而对于真正的生活之诗，理解还不够。

到了９０年代，诗人身份不再是一个耀眼的光环，他
们不再受公众的青睐与追捧，诗人真正回到了沉寂

与孤独的状态，这或许是诗人所应有的创作状态。

经过几年的调整，那些留守下来的诗人都纷纷写出

了不同于８０年代的作品。“第三代诗在８０年代的
发展壮大，尽管伴随着运动式的种种激情与宣战式
的姿态，他们还远远没有成熟。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末９０年代初，新生代才在时代气氛与文化转型的
种种因素冲击下脱离了青春期的写作：实验式的写

作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一批有影响的诗人脱颖而出，

诗坛的分化瓦解过滤了虚假脆弱的非诗写作。”①８０
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只是一个实验阶段，诗人

们的创作一直不成熟，而到了９０年代之后，一批诗
人才开始走向真正成熟的诗歌写作。

或许，这样的评价也不无道理。但是，真正走向

成熟的诗歌写作，如果就那些留守下来的诗人而言，

似乎只有韩东、于坚等少数几人。而在８０年代“第

三代”诗歌运动期间没有形成影响力的一批诗人，如

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等，他们大都在９０年代写出

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也有评论家曾总结说：“８０
年代末诗人们普遍经历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次大

裂变，这种思想信仰上的深刻转变也促使他们对于
诗歌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于

诗歌的内在功能、本质特性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
主动而自觉地抛弃了‘自我表现’论的传统诗歌观
念，把以海子为典型代表的充满激情、耗费心血的写

作方式归之为‘青春写型写作’，并视之为不成熟的
诗歌写作。”②在经过了那场青春期写作的激情与阵
痛之后，诗人们渐次走向了成熟，这种转型也意味着
“第三代”诗人坚守信念、持续书写的延续。

８０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有很多青春冲

动者，也有高不可攀的炫技者，他们的写作生命都非
常短暂，１９８９年之后，诗坛逐渐沉寂，这一批人也真

正的销声匿迹，隐而不现了。而真正留下来的，都是
对诗歌有着自己独到看法的坚守者，他们或许也有

过炫技的阶段，但并没有囿于炫技，而是以理想主义
的姿态越过了短期的激情写作阶段，走上了一条富
有专业精神的创造之路。比如说，于坚、韩东、小海

等几个诗人就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硕果仅存的
典范，他们虽然经历过８０年代所谓的诗歌“黄金时

代”，但最后还是进入了９０年代诗歌的“黑铁时代”，

对于诗歌潮流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对于他们

这些忠实的诗歌守护者来说，则是最佳的成长期，因
为他们在这个时段里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更加成熟和

精进，从而让经典的持续性写作成为可能。

诗人王寅在一首诗中写道：“谢谢你们，谢谢你
们冬天还热爱一个诗人。”（《朗诵》）这是诗人在８０
年代温情的喟叹。诗人的地位在８０年代是辉煌的，

但到了９０年代之后，随着汪国真等格言体诗人的出
现，真正富有艺术创新精神的先锋诗歌，则不再为大

众读者所关注。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没能恢复，相
反却越来越趋于边缘化。对此，诗人西川曾言：“诗
人的尊严表现为激荡不息的创造力。”③的确，诗人
只有在持续的创作中，才能真正显出创造的活力，继

尔提供优秀诗作的美感和力量，然而，并非每一个诗
人都能做到保持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力不衰退。持
续性写作，需要的是活力和厚积薄发的喷涌态势，但

这对于很多已过青春期的“第三代”诗人来说，是有
难度的。他们的持续，不仅需要耐性，更需要一种执

着的祛功利化心态和理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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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守者持续性书写的实践

在“第三代”诗人转向生意场与其它文化行当之
后，只有极少数人留下来坚守诗歌的阵地，在这方面

有所建树且形成影响力的，当属于偏居云南昆明的
于坚和一直居于南京的韩东。

对于自己的创作历程，于坚有着清晰的梳理。

他认为自己早期的写作与云南的人文地理关系较

大，为此，他写过很多有关云南和自然的诗，大都抒

发个人感情。而到了８０年代中期，写人生经验比较
普遍，他说那时的写作主要是靠“冲动和才气”，一气
呵成之作居多。１９８９年以后，他更加重视“语言本

身的还原”，使一个词能在它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对
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拒绝隐喻”理论。相对于较
传统的象征诗歌，他喜欢更直接的写作：让语言退回

到它原本的状态。一方面，他在实践“解构性的写
作”，即用解构汉语的意义系统的方式来写作；另一

方面，他又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深入的描
述”，像“事件”系列等。④这是于坚自述的创作转变，

符合他作为一位诗人逐渐成熟的体现。从《你的

心》、《云南汉子》到《作品５１号》、《横渡怒江》从《尚
义街六号》、《避雨的鸟》，从《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
《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到《成都行》、《声音》，从《纯棉

的母亲》、《长安行》到《只有大海苍茫如暮》，从《飞
碟》到《零档案》，从《哀滇池》到《飞行》，于坚在近三

十年的诗歌写作中经历了中国当代新诗的崛起、发
展、兴盛与平稳的全部过程。从反叛朦胧诗的意识
形态化与宏大英雄主题，到反文化、反崇高，再到对

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与借鉴，于坚的写作有了一次
次转变，不论是语言修辞上的，还是精神气势上的，

最后都可能归于一种“大气”之中。整个９０年代长

时间的中断，曾耽误了很多诗人才情的发挥，让他们
无法接续上诗歌传统，最后局限于自我设定的语言

迷宫中无法找到进出的通道。在这方面，于坚显得
很清醒，他以踏实的心态驾驭了疯狂时代的诗歌之
舟，并且将其引领到自己为它设定的轨道上来，自由

而从容地前行。

而另一位诗人韩东，９０年代之后，他将大部分
精力都放在了小说创作上，并自成一格。同时，他没

有完全放弃诗歌，只是写作要求和标准提高了，他希
望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对于文

字，虽然他仍以简洁、凝炼和节制为主，但一种情绪

贯注中的老道，让他的诗歌虽越发显得深邃和内敛，

但始终暗藏锋芒，有着通透的个人情怀。尤其是他

９０年代中期之后的诗作，与８０年代纯粹颠覆性的

口语诗相比，带着更为深刻的批判意识和“真理性”。

他在关注个人生活与情感的同时，也在向社会与时

代发问，寻求思想之真。韩东没有像一些“第三代”

诗人那样，留守的同时也在退守，他依然保持着强烈
的先锋精神和创造意识。

在一些诗人丧失创造力时，韩东一如既往地在
探索，这是诗人能保持持续性写作的前提，否则，要

么就是“江郎才尽”后的放弃，要么就是在不断地重
复自己。对此，李亚伟深有同感：“我看见与我同辈

的８０年代诗人们进入９０年代后并没写出什么好诗
（与我一样），他们开始了再次包装和策划，他们也是
凡人，于是出现了后来的各种说法和争吵。我天性

反对诗人对自家的诗歌，有一大套说法或一整套理
论，反对诗人自负于自家的思想和文笔有正宗的来

历（这些常让我好笑得要死）。所以那时我认为所有
关于诗的说法和争吵都反映了诗人们心目中的阴

影，这块阴影很容易紧跟诗人，出现在他们的聚会

处，对好诗人来说，这块阴影代表着他们对自己诗歌
的没底和不安，对差诗人来说，这块阴影只有一个
字：假，这块阴影绝对不是天上投下来的。”⑤诗人身
处其中，对这样的困境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

他也只是提出了这些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而苦于
没有解决之道。诗歌仍在边缘处前行。

９０年代先锋诗歌所处的环境，就如周瓒所描述

的那样，在前行中也不乏困境。对于诗人们来说，正
是需要大面积突围之时，“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

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消费主义时代无边的诱惑，

诗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个人）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
内心经验）将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而

诗歌本身所关注和所寻求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
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

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
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
世界相对应和对立的诗的世界……”⑥这是对“第三
代”诗人在９０年代写作转型的准确评价。一方面，

他们在消费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察觉到了身份的尴

尬；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完全弃绝诗歌，而且还需
要赋予诗歌以尊严，以自由的精神。

９０年代之后，在部分“第三代”诗人进行写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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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同时，８０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诗歌，同样面临

着审美疲劳的困境：由于对女性经验的书写越来越
单调，不少女诗人的写作难以为继。而进行持续写

作的女诗人中，有一些是在重复自己，她们的诗歌存
在抒写个人经验的公共化倾向，即虽然表面上体制
的是个人与自我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在部分女诗人

那儿却千篇一律，呈现出创造上的单一性：普遍的倾
诉、呐喊、叛逆与歇斯底里，折射了出女诗人在这个

时代真实个性的丧失，大都为极端感性的矫情与自
恋所局限，而无法向更高远更深层的理性领域去深
入探寻。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清醒的女诗人在尝试

作转型，翟永明就是其中一个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
头，并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诗人。她很早就意识到了

女性诗歌写作的局限，并试图作出超越，“即思考一
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
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
声音。”⑦这样的反省与审视，为“女性诗歌”流于表
面化和运动化，提供了一种警醒式的参照。她拒绝

重复已被过度开发的“女性经验”，自觉地选择由女
性意识向诗歌艺术本质的回归，自觉地介入时代和
现实，让诗歌承载除语言冒险之外的更高价值。后

来，也有很多女诗人意识到了自己创作上的困境，像
王小妮、李琦、林雪、冯晏，等，她们开始从幽闭的呐

喊氛围中走出来，以平和的心态沉入思想的创造。

她们着力拓展视野，寻求难度，从而让另一种成熟的
女性诗歌写作得以延续。

　　三、新世纪“归来”后的探索

新世纪之后，有些“第三代”诗人又开始浮出水
面，重燃诗歌梦想，这些诗人一般被称为“新归来
派”，从而有别于“文革”之后的“归来派”诗人。他们

于新世纪又重新返回诗坛来完成夙愿，但是当他们
发现自己的理想在后崛起的年轻诗人看来如同一场

乌托邦运动时，这些“第三代”诗人们的失落之情无

以言表。毕竟，新世纪的中国不同于８０年代了，人
们越来越理性乃至功利，理性生活，功利化地消费、

学习和工作，年轻人更懂得怎样世俗地与这个社会
达成有效的和解。在许多底层人还挣扎在生存线上
的时候，更多人站出来质疑：在这样一个时代，写诗

是否是奢侈的行为？

其实不然，“第三代”诗人在日常生活之余，对诗

歌的理想主义精神依然在继续。新世纪伊始，不少

“第三代”诗人热衷于参加主流诗歌节，参加官方诗

歌颁奖晚会，参加全国各地甚至国际诗歌组织策划
的诗歌朗诵会，他们总是一起相约在路上，高谈阔

论。这批诗人仍然沉浸在８０年代的那种诗歌氛围
中，一种诗歌幻觉支撑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难
的梦想，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已与诗歌无关。但有一

点，他们清楚：作为一个诗人，仍然需要寻求语言和
精神的自由。不少“第三代”诗人虽然都声称是自由
主义者，并身体力行地奉行独立原则，张扬抗争精

神，遵循反叛意识，渴望达到一种人的自由平等之目
的。但在大部人都纷纷转型的时代，有谁还愿意守

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接受历史残酷的检验？激流勇

退是许多人乐于选择的方式。可是，理想主义让他
们仍然选择“重出江湖”。于小韦、张小波等虽都有

诗歌写作的尝试，但最后皆因生意所累，而无法继
续。唯有“非非”诗人杨黎一直在经商、工作和写诗
之间游走，将诗歌和生活叠加在了一起。在新世纪

初，他写出了一批“冷抒情”风格的作品，讲究语感，
“回到声音”，像《灰蒙蒙的天空》、《“我叫她过来
……”》、《“北方寒冷的……”》等，都是如此。时代在
变化，杨黎只有在写诗中，才可能让自己接续上８０
年代那种过滤了世俗的诗意。

诗歌可能才真正是“第三代”诗人不解的宿命。

新世纪归来的一批诗人，大多都带有小资情调，他们
首先是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才会继续自己的诗歌理

想，那是在满足物质生活水平之后寻找一种精神上
的对话和慰藉而已。有的人在新世纪重新写诗，中
间的断裂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诗歌地位，相反，在经历

了长期世俗生活的沉淀之后，其创作脱去了那层青
春外衣，反而显得更成熟和厚重了。他们初登诗坛

时，可能是出于一种青春期冲动，虽然爆发力很强，

但诗歌中除了激情之外，更多的还是生活的鸡零狗
碎与狂奔的想像，而无多少清晰、理性的诗学思考。

十年的中断，对于他们是一种积淀，让他们不仅在人
格上成熟了许多，而且在诗歌创作的心态上更趋于
瓷实、平和，所以诗作大多富于反思性与沧桑感。

仍然以于坚为例，他在“拒绝隐喻”之后，于新世
纪似乎有一种向古典回归的意图，从其近几年的诗

歌与诗论文章中，我们也能感知到他的这种细微的
变化。他曾说：“与古代不同，今天诗歌的存在具有
非常现实的目的。诗歌扮演的是殉道者，它反抗的

是秩序对语言的统一。诗歌成了文明价值贵贱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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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尺度，区别价值是非的游戏，诗人成为语言的

过滤器，诗人担心人类会对语言消化不良。诗人成
了语言的守护者，维修工。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

话语的创造者，变成某种已经完成词典的管理者。”
“诗歌上升了，上升其实是一种逃跑的方式。诗歌失

去了重量。回到大地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回到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斗争，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批
判。”他还曾为诗歌的本质功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诗
歌的一个古老的功能是唤起人类的畏惧之心。”⑧这
也是他持续性创作的重要支撑。９０年代之后，当一

些“第三代”诗人消失或转向时，唯有于坚保持了良
好的创作心态，坚定地走到了现在。

２００２年８月，于坚写下了《宿命》一诗，将自己

与其他一男一女的诗歌进行了比较，三个诗人虽然
有着相似的诗学观念，但很明显是在走着不同的诗

歌道路。在《宿命》中，诗人的确道出了人在生活选
择面前的宿命，一旦与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道路，就得

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否则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为了
遵从内心生活，免于背叛，诗人宁愿处于“地下”状
态，因为“在地下”同样也是一种活法，一种体验，与

主流保持必要的疏离，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

似乎只有保持“在地下”的状态，才能对诗歌艺术有

着清晰的把握与认知，也才能于灵魂深处获得独立
的审美风范，才能在知性的见证下对艺术与生命有

一种遐想、憧憬和期待。进入９０年代后期，于坚开
始由借鉴国外优秀诗人转向对中国古典诗人的学

习，这种转向并非像有些民间诗人所说的那样，是一

种倒退，一种向知识分子诗人靠拢的策略，其实这对
于达到某种写作境界的诗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

于坚向古典诗歌学习，可能有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意
义，但更多的还是对古典的一种创造和革新，在更深
层的文化上突破自己。可以这样说，于坚在诗歌艺

术上一直秉承着先锋精神，不论是在语言策略，还是
诗歌精神上，莫不如此。他将生命与文化作了富有

历史感的糅合，这是他趋于成熟的表现，也是其持续
写作的根本所在。

在回答诗人朵渔的提问时，于坚曾说：“我年轻
时候写作是为与某些东西（语言、意识形态）较量，批
判、反抗、或者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最近却越来越
‘为人生’而写作，但批判的立场依然如故，我无法把
写作当成纯粹的游戏，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⑨于
坚真实地表达了一个人对诗歌的虔诚之意。与于坚

同时代或稍晚于他的一些诗人，纷纷在诗歌没落之

后投奔了市场经济的商海大潮，而他却独自留在了
诗歌的孤独氛围中接受现代汉语言温和的洗礼，并

试图穿越“伟大的汉语之光”。对此，“莽汉”诗人李
亚伟不无感触地说：“我喜欢诗歌，仅仅是因为写诗

愉快，写诗的过瘾程度，世间少有。我不愿在社会上
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
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④这种感慨，竟然出
自一个在８０年代写出过豪放之诗的“第三代”诗人，

充分地说明了时代在改变诗人，岁月也在警醒诗人。

但回到诗歌的本质来看，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写出
真实的内心与情感，才是诗人最终的使命，同时也是
他们之所以成为诗人的目的。

“他们”和“莽汉”诗人如此，而“非非”诗人也有
着他们可喜的转变。新世纪的何小竹将自己亲手制

造的巫性给打破了，他反复就某一个瞬间的场面进
行书写与打磨，最终留给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文学真

实观。如《飞机》这首诗，就以诗人看见飞机飞过天
空的场面来反复叙说，以达到一种事实的精确度。

这种在很多人看来毫无诗意，同时也无神秘性可言

的诗歌，却恰恰是一种有效的表达。“我十分认真地
观看／飞掠过我窗前的飞机／它是法国制造的空中客

车／上个月我写的那架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
波音７４７／空中客车从我的左窗角／已经移到了右窗

角／它很快就要离开我的窗前／沿着预定的航线飞
行／它将在３０分钟内飞离四川／然后再次爬升到一
个高度／而我的窗前／不断有飞机飞过”。的确，这些

读起来并无多少诗意可言的句子，是“非非”诗人钟
情之所在，因为人的情感总在变化，只有事实永远不

会过时。何小竹有些描述现实境遇的诗歌，在新世
纪最初的几年里引起了很大争议，但他的诗歌是对
一些日常生活个人性的呈现，而这些日常生活的场

景和瞬间，在诗人们看来恰恰是富于诗性的。

在新世纪十年即将结束之时，李亚伟在一次访谈

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诗歌本质与真相：“最先进的文
化需要一段小小的时间与生活磨合才能引领生活，最

前卫的诗歌、艺术也需要一段小小的时间与社会审美
挑衅才能被审美。最标准的现象是，一个诗人在被大
量阅读时，他要么早消逝了，要么还幸运地活着，却不
再能创新。”⑩李亚伟所道出的，正是很多“第三代”诗
人当下的创作状态，有些诗人虽然还在写着，但已属

于被人质疑和批判的部分。 （下转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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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因此实施节能减排政策

就显得更加迫切，在分析了影响湖南碳排放的影响

因素之后，提出建议如下：

（１）首先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

可能通过降低城市化水平来减少湖南的碳排放量，

介于人口城市化对湖南碳排放的影响，可以对城市

居民在能源消费方面的行为进行引导，提高居民环

保和节能意识，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争取在城市化发

展进程中能够降低碳排放量。

（２）继续落实省内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特别是

湘西等欠发达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工作需要

加强，从而达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缓解碳排放量的

增长的目的。另外通过教育的普及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结构，为绿色低碳消费观念的普及做准备。

（３）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能耗产业，特别是可

以从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的方向上来降低碳排放

量。同时把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大项目和技术研发纳

入政府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对可再生资源开发项目

给予资金补助，推动低能耗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从而促进发展新能源技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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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４页）
对于“莽汉”来说，就像杨黎所言，乃是一种自由

与奔放的“气质”，就如８０年代初穿牛仔裤的人。新
世纪复出后的李亚伟，诗歌的豪放中多了几分深沉，
也带着岁月的沧桑感了，但其自由意识仍不时地从
其创作中渗透出来。诗评家沈奇将李亚伟分成了前
后两个莽汉，“‘前莽汉’属于历史，‘后莽汉’属于诗
人自己，合起来成就了一个完整且更为真实的李亚
伟。”瑏瑡“第三代”诗人虽然在新世纪复出，但他们很
快就将成为过去，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在新世纪陆续归来的那些“第三代”诗人中，他

们的创作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与转变，可谓多元
而异彩纷呈。而他们与“中间代”诗人，以及更为年
轻的７０后、８０后诗人一道，丰富了逐渐走向平静的
先锋诗歌现场。虽然他们的写作大多早已定型，但
其持续性写作，正是先锋诗歌精神对诗人所要求的
最佳状态，只要还在不断地坚持写，就会有无限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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